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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工具”到“准主体”：大语言模型对认知主权的重构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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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大语言模型呈现“准主体”交互特征，但其拟主体性本质为算法幻觉。认知主权的真正威胁不在外部“超级主体”，

而在主体主动让渡判断权。侵蚀沿三个向度展开：本体论上模糊主客体边界，认知机制上导致结构性卸载，公共理性上造成概率

同质化。重建需三重框架：主体层面激活康德“敢于认知”的勇气，程序层面嵌入波普尔证伪检验，社会层面落实哈贝马斯商谈

伦理，把判断权、检验权与修正权重新锚定于人的理性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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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输入一个问题，大语言模型即刻给出流畅、完整、貌

似审慎的文本，使人忽略其本质：概率统计输出，没有语义理

解与内在意向性。思考外观如此逼真，人与它的关系便不再是

传统工具，流畅性取代论证有效性成为信任依据，用户不再经

历推理的断裂与修正，提出假说、检验矛盾、设想反例等被绕

过。模型替代的不是劳动，而是思考本身，人从“如何得出结

论”的探索者退化为“是否接受结论”的验收者。危险不在模

型的能力，而在人对省力路径不加抵抗的适应。

1 大语言模型“准主体”化的哲学意蕴

唐·伊德区分了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模式：具身关系、诠

释关系、他者关系与背景关系[1]，“他者关系”尤为关键，技

术不再充当透明中介，而是作为“准他者”与用户相遇，模型

把这种关系推到极致，用户将其看作仿佛具有“独立意志”的

数字对象。海德格尔指出，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中性工具，而

是“座架”，向自然与人发出“订造”要求，将一切降格为可

调用的“持存物”[2]。在模型时代，算法订造的不再只是自然，

而是认知活动本身。

大语言模型的“准主体性”本质上是“拟主体性”。约翰·塞

尔的“中文屋”思想实验认为，计算机生成的“符号并没有意

义；它们并不具有语义内容；它们不涉及任何事物”[3]。尽管

模型能涌现功能上等价于意向性的模式，本文仍坚持：模型本

质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概率预测，没有意识、意向性与自觉。按

笛卡尔标准，“我思”以怀疑、理解、意欲等内在活动为标志，

前提是第一人称的现象体验[4]，模型的“我认为”、“我感到”

不过是高频语用模式的概率复现。马克思则指出，人通过劳动

创造的产物会反过来“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，作为不依赖于

生产者的力量，同劳动相对立”[5]。大语言模型正是对象化劳

动的极端形态，其本质是人类认知图式的巨型沉积。认知主权

的威胁不在“超级主体”降临，而在人类沉溺于“拟主体性”

的幻觉。

边界既然清楚，人们为何仍轻易滑入对模型的拟人化认

同？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提供了解释：婴儿在镜中第一次认出

完整统一的“理想自我”，这成为自我原型并开启终身异化—

—主体把镜中形象误认成自己，而形象始终是外在的[6]。大语

言模型正是这样一面“认知镜像”，用户照见的不是自己真实、

有限而断裂的思维，而是被算法整合过的理想化形象，宁愿把

判断权交给它，在“被理解”的满足中忘记认知的匮乏。阿伦

特在“平庸之恶”的分析中警示“无思”的精神根源——那不

是思考能力的丧失，而是拒绝或无力从他人立场看待事物，放

弃与自我的无声对话[7]。这面镜子恰恰为“无思”提供了技术

化温床。认知主权的让渡，与其说是技术强大，不如说是人对

思考负担的卸除渴望。

2 大语言模型对认知主权的侵蚀——三个深层向度

第一重侵蚀在基本的本体论分类层面。大语言模型既非自

然实体，也非锤子、仪器这类功能由设计意图固定的人造物。

它占据异常模糊的位置：交互中高度拟人化，却全然缺乏内在

的意向性与理解[8]，搅乱主体与客体的直觉边界，根源在于对

“集体意向性”的寄生。塞尔的社会本体论认为，货币、婚姻

这类社会事实不靠物理属性，而靠人们集体“承认”它们承担

地位功能[9]。模型的“准主体”形象正是这种被投射出来的社

会事实，我们不知不觉把一个统计模型当成了对话者。正因为

无法归类，认知主权一开始就落入范畴错误，我们向一个物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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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，却以对待人的信任模式接受它的回答，这种错位带来“前

置性让渡”——并非先确认理解力再决定信任，而是在流畅的

语言表演中把它当作有内在视角的存在者，观察者依赖由此成

为有侵略性的本体论诱惑，让人把统计流畅误认为内在生命。

这种模糊性如何具体地瓦解认知主权？“延展心智”理论

提供关键框架：当外部工具与主体形成可靠耦合、能被顺畅调

用时，该工具便实际构成心智的一部分[10]。大语言模型正是其

例证。但延展也有代价，外部资源一旦从可替换的“认知脚手

架”变成不可或缺的“认知替身”，使用者便从思考主体退化

成只负责验收的监工，认知主权在“便利”名义下被架空。让

渡的机制是结构性卸载带来的技能萎缩。神经可塑性研究证

实，长期不承担特定认知负荷的神经回路会被修剪或重新分

配，导致功能衰退[11]。传统工具卸载的只是机械计算或信息存

储，算法与逻辑仍握在主体手里，模型卸载的却是分析、综合、

判断乃至创造这类高阶思维。大脑天生是“认知吝啬鬼”，模

型持续供给流畅答案，依赖外部捷径就会压倒主动思考，能动

性不只要做出判断，还要提供理由、承担认知责任，模型却是

无法展示推理链条的黑箱，消解了“提供理由”的环节，把人

逼进他律状态。长期依赖外部捷径，校准与反思能力衰退，思

维模式便从“我思”滑向“它思”。

当这种转移从个体经验汇成社会常态，危机便从私人领域

蔓延至公共领域，侵蚀公共理性的根基。模型正把知识生产的

底层逻辑从开放的公共论辩推向封闭的算法黑箱，完成对认知

主权的结构性收编。机器学习算法的不透明性使其内部决策逻

辑对外部观察者“难以理解、无从追溯”，形成结构性认知隔

阂[12]。传统公共知识靠多元信源竞争、可公开检视的推理链和

透明的社会校验生成，模型把这一切压缩成单一模型的概率采

样，认识论不对称由此产生。模型掌握数据筛选权和算法解释

权，公众沦为被动接收合成叙事的“认知无产者”。更隐蔽的

是，模型倾向复现训练数据中的主流叙事，知识生产出现概率

性同质化，公共话语场被整平成算法视角下的“标准答案”。

它不直接屏蔽异见，而是生成看似客观中立的文本，把偏见内

化成用户的“独立判断”，社会认知从基于事实的论辩退化成

基于生成的顺从，公共理性的批判性张力被消解。

3 认知主权的重建与守护——从“让渡”到“收回”

认知主权不是被暴力夺走的，而是在本体论混淆、认知机

制驯化、公共理性收编的配合中由主体主动或半主动交出。看

清这一点也就看清了重建方向，让渡发生在主体自愿接纳“拟

主体性”幻觉的过程里，收回主权不能只靠规制外部技术，而

必须重新激活主体自身沉睡的判断能力。

重建的第一步落在主体自身，唤醒认知勇气。康德两百多

年前的箴言有了新分量：“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！”要

战胜的不是外在权威，而是人主动放弃判断的“自我招致的认

知未成年状态”，原因“不在于知性的缺乏，而在于缺乏不靠

他人引导去运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”[13]。当模型用连贯体贴的

回应包裹人，认知的安逸便取代了思考必然伴随的断裂与不确

定，这正是康德意义上的“未成年”：不是不会思考，而是不

愿为思考负责。萨特把这种不加审视的状态表述为“自我欺

骗”，人把自己当作被规定的物而非自由的存在来对待[14]。用

户把模型输出不加审视地当成自己的判断，正是在认知领域实

施自我欺骗。收回认知主权首先是一个伦理决定，从“被理解”

的快感中醒过来，重新承受真实思考固有的匮乏、延迟与失败

风险，每次交互保持康德式的自我审查——我是在运用自己的

知性，还是让模型替我决定？

第二步在认知程序层面，立起可检验的理性标准。模型输

出的根本问题不在有时犯错，而在输出机制排除了“提供可被

独立检验的理由”这一科学理性的核心环节。波普尔的证伪主

义提供了方法论支点：“衡量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，是

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[15]。”模型生成的回答恰

好绕开这个过程：推理链条不可追溯，输出不附带可独立检验

的判据，留给用户的只有“信或不信”。重建认知主权，就要

在教育和制度层面强制嵌入证伪检验，用于知识型任务时，使

用者应追问“这个陈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证明是错的”，无

法被证伪的陈述，无论多流畅，都必须被悬置。这一问把用户

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检验者，当可错意识成为人机交互的默

认规范，认知主权就有了“拒止线”，模型可以输出，但判断

权、检验权、修正权必须回到人手里。

第三步落在社会层面，重建审议性认知的制度条件。哈贝

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给出规范性框架：“有效的只是那些可能得

到所有相关者作为理性商谈参与者同意的行动规范”[16]。模型

对公共认知的侵蚀，正在于用单一模型的统计平滑替代可提出

异议的多方商谈，它给出的是供消费的答案，不是供辩论的命

题。制度策略因而是把商谈条件重新嵌进技术系统，模型生成

的公共议题总结、解释或建议不得以定论形式呈现，必须纳入

商谈性界面，同时给出被算法排除的竞争性解释、原始资料获

取路径以及训练数据的范围和局限。这不是技术苛求，而是把

商谈原则翻译成交互设计，公共认知的有效性不能由算法黑箱

担保，只能在“更好论据的无强制强制”中接受检验。唯有如

此，公共认知主权才能从“算法利维坦”手里收回，回到能为

自己的主张提供理由、也愿接受相反论据检验的交往共同体。

4 结语

大语言模型从“工具”变成“准主体”，人机交互的基本

形态随之改变。这场变化的悖论在于，它源于人对认知便利的

无意识依赖，而非技术的强制支配：我们在流畅对话中交出判

断权，在“被理解”的快感里放弃思考所需的断裂与不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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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知主权的让渡，首先是一场自我招致的“未成年”。但这不

是要回到技术悲观主义，模型是人类智识劳动的对象化凝结，

绕不开，问题在于以什么姿态用它。大模型对认知主权的侵蚀

发生在本体论混淆、认知机制驯化、公共理性收编三个相互嵌

套的向度，对应认知勇气、证伪检验、商谈伦理三重建构，构

成从个体到制度的回应框架，核心是“保留判断的自觉”。在

模型能逼真模拟思考的时代，认知主体要在每次交互中回答康

德的问题：我是否真正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？肯定的回答，是

把模型输出当成可错的、需要检验的“猜想”，而非现成答案；

是享受便利的同时保留追问理由、核查来源、设想反例的权利；

是在公共层面拒绝算法黑箱取代多元论辩，坚持知识生产接受

公开的商谈与修正。认知主权的重建，归根结底是主体性的自

我复归，不再以放弃判断为代价换取便利。真正的勇气不是拒

绝使用，而是在使用中仍然坚持：我思，故我仍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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